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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差异研究
*1

李芳林张梅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摘 要】: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区域性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区域

是否协调发展已成为该地区能否形成新增长极的关键因素。文章根据经济—资源—环境系统要求，选取长三角相关

指标并结合空间数据分析法探讨空间耦合协调及集聚现象。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面临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的考

验相对更严峻；长三角核心区整体耦合度不高，绝大部分地区为拮抗型耦合；协调值范围从 0.30 到 0.89，整体差

异较大，但失调现象不明显；耦合协调类型空间差异明显，属于拮抗良好协调类型最多；局部空间集聚存在，但是

全局空间集聚现象不明显，整体协调联动作用有待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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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城镇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区。它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2014 年长三角核心区 16 个市①以仅占全国

1.17%的国土面积，集聚了 8．68%的人口，贡献了 16.38%的经济总量。但是，它既是中国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的区域，也是资

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破坏较严重的区域。长三角收获丰硕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也率先体验了传统粗放式发展方式带来的痛楚，

资源环境的支撑作用减弱导致了城市群发展受阻，使其一度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如何维持区域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其迈向世界

第一大城市群的关键，长三角必须探索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国外学者对经济资源环境(Economy-Resource-Environment System，简称 ERE)系统的研究起源于 19 世纪末，指标包括联合

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
［1］

，“压力—状态—响应(DSR)”指标
［2］

等。而国内学者对 ERE 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研究内容上多集中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
［3］

、人口与资源环境
［4-6］

、经济与环境
［7］

等。研究方法上多利用系统理论体系建模
［8］

，

如多目标规划法
［9］

、灰色关联度
［10］

、模糊隶属函数法
［11］

、系统动力学模型法
［12］

、协整分析和岭回归分析法
［13］

等，运用广域

和城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 ERE 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为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和资源有效利用提供帮助。有学者指出城市

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集成创新、以地学方法为平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14-16］

，ERE 系统的耦合协调研究在此趋势下也

表现出勃勃生命力。

本文在借鉴 ERE 系统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研究领域从“广域［5，17-19］(国家或省区)”和“城域［4，20］(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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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部)”转向城市群
［9，21］

。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会产生胁迫作用，另一方面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下降又反过来约束经济

增长，这种多重作用机制在地域相连、文化相近、经济相融的城市群里更加明显。此外，国内外研究集中在 ERE 系统各模块相

互关系上，综合研究相对欠缺，特别是将其纳入空间关联效应进行空间相关分析则更少。因此，以长三角城市群的 16 个核心地

区为研究对象，纳入空间关联效应探讨 ERE 系统的协调及耦合程度，有利于政府部门在区域协同战略的政策制定中采取联合行

动。

二、研究方法、指标体系及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

1．耦合度

耦合在物理学中指两个或多个体系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借鉴容量耦合概念及其系数模型，推广到 ERE 系统的

耦合度模型
［17，21］

来测算三大系统的紧密程度，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耦合值 C(x，y，z)∈［0，1］，Ec(x)，R(y)，En(z)分别为经济、资源、环境的评价得分，C(x，y，z)越接近于 1，

说明 ERE 系统的耦合度越高；反之，紧密度越低。通常认为，C∈［0，0．3］为低程度耦合，C∈［0．3，0．5］为拮抗型耦合，

C∈［0．5，0．8］为磨合型耦合，C∈［0．8，1］为高程度耦合。

2．协调度

协调度是描述系统间、系统内部要素间配合程度以衡量其是否协调发展的指标。但仅从协调与否来评判协调发展状态是不

科学的，因多数系统是模糊地介于二者之间。故借用模糊隶属度函数的概念，用［0，1］上的实数来描述 ERE 系统之间的协调

发展关系，结合前人成果
［19，21］

，采用两种加权平均法作为 ERE 系统的协调值。

(1) 两系统协调度。一个系统对另一个系统的协调系数为:

计算出六列协调系数后，可以得到两个系统间的协调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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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三列两系统协调系数后，加权求得三系统的协调度:

其中，i，j，k 表示三个系统；Xi表示第 i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的实际值，即熵值法得到的综合评价结果； 为第 j系

统要求的第 i 子系统的协调值；S为 Xi的标准差；H(i/j)为第 i系统对第 j系统的协调系数；H(i，j)为 i、j系统的协调系数；

Qij为 i与 j两系统协调度的权重；这里默认 。

(2)三系统间回归模型。将经济—资源—环境中的某个系统作为因变量，其余系统作为自变量，建立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回归

模型，即可得到实际值的与拟合值系统之间的接近程度。

即一个系统对另两个系统的协调系数为:

计算出三列协调系数后，可以得到三系统间的协调系数为:

其中，H(i/jk)为第 i系统对第 j和 k系统的协调系数； 为第 j和 k系统要求的第 i子系统的协调值，即第 j和 k系统

出发拟合的预测值。这里的回归形式包括两自变量、自变量交叉项和各自变量的平方项，并结合后退回归法得到。

（3) 三系统的协调性。计算公式如下:

默认两种方式加权平均的权重一样。耦合值 H(x，y，z)∈［0，1］，H(x，y，z)越接近于 1，说明 ERE 系统的协调程度越

高。通常认为，H∈［0，0．2］为严重失调，H∈［0．2，0．4］为轻度失调，H∈［0．4，0．5］为濒临失调，H∈［0．5，0．6］

为勉强协调，H∈［0．6，0．8］为良好协调，H∈［0．8，1］为优质协调。

3．耦合协调度

最终的耦合协调度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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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表示耦合度，H表示协调度，CDH 表示耦合协调度。

(二)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的科学性与全面性、数据的可获得性与稳定性构建长三角核心区 ERE 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共选取 3个目标层、8个

准则层和 34 个指标层的指标，见表 1 所列。数据来源 2015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各地方统计年鉴及统计资料。采用全国年鉴为主，地区年鉴和公报为补充的方式搜集数据。

表 1 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评价的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

层

准则

层
指标层 权重 说明

经济

经济

总况

人均 GDP(元/人) 0.071 地区 GDP/地区常住人口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 —

进出口总额(亿元) — —

流通因子△ 0.207
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进出口总额合并
投资因子△ 0.085

经济

效益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0.069 —

职工平均工资(元) 0.140 —

全员社会劳动

生产率(元/人)
0.116

地区 GDP/全社会

从业人员数

粮食公顷产量(公斤) 0.050 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

经济

结构

第二产业占比(%) — —

第三产业占比(%) — —

城镇人口比重(%) — 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数

产业结构因子△ 0.104
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

占比、城镇人口比重合并
城市化因子△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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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可支配收入比(%) 0.04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资源

资源

条件

人口密度(人/km
2
) 0.035 人口密度(人/km

2
)

人均耕地面积(hm
2
/万人) 0.305 —

人均耕地面积(hm
2
/万人) 0.097 人均耕地面积(hm

2
/万人)

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km
2
/万人)

0.131 城镇居民的住房情况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km
2
/万人) 0.096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hm
2
/人) 0.077 —

资源

使用

万元 GDP 电耗(kW·h) — 地区总用电/GDP

万元工业增加值电耗(kW·h) — 工业用电/工业增加值

综合万元电耗△ 0.060
万元 GDP 电耗与

万元工业增加值电耗合并

市辖区万元 GDP 水耗(t) 0.121 市辖区用水/市辖区生产总值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耗量(t) 0.078 转化成标准煤的消耗量

环境

环境

污染

农业化肥使用强度(kg/万元) 0.052 农业化肥使用量/农业增加值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t/万元) 0.072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增加值

工业固废排放强度(kg/万元) 0.063 工业固废排放量/工业增加值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kg/万元) 0.072 工业 SO2排放量/工业增加值

工业烟尘排放强度(kg/万元) 0.041 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增加值

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强度(t/万元) 0.057 CO2排放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环境

质量

空气优良天数占比(%) 0.089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109 —

环境

治理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0.091 —

城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121 —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0.12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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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完成验收的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 0.113 当年完成验收的环保投资/GDP

注: 标注“△”的为删减合并的指标。

(三)数据处理

1．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量的测算

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根据 IPCC 碳排放指南提出的以能源消费分类为标志的因素分解方法，即根据各种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

碳估算量加总得到。共选用七类消耗量大的能源，包括原煤、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液化石油气。

第 k 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总二氧化碳排放量:

其中，NCKk为第 k 种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UCVk为第 k 种能源的单位热值含碳量，COFk为第 k 种能源的碳氧化率，COEFk

为第 k 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Ek为第 k种能源的消耗量，COEk为能源的总二氧化碳排放，44 和 12 为 CO2 及 C 的分子量。

2．指标、数据预处理

首先，需数据标准化以消除量纲量级影响，通过采用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进行同度量处理，即将数据压缩到［0，1］区间

的极差标准化法。再通过相关系数与主成分分析对数据进行指标的删减与合并，最后保留了 31 个指标。最后结合熵值法概念计

算出三系统各个指标的权重，权重如表 1 所列。

其中，主成分分析删选指标结果如下:第一组指标(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进出口总额)主成分分析后因子旋转

提取 2 个因子，命名为流通因子、投资因子。第二组指标(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城镇人口比重)旋转

后命名为产业结构因子、城市化因子。第三组指标(万元工业增加值电耗、万元 GDP 电耗)主成分分析提取 1 个因子，命名为综

合万元电耗。

三、三系统耦合协调模型结果分析

(一)ERE 三个系统得分结果

上海属于欠资源但经济、环境优越型的地区，江苏的资源普遍比浙江丰富，浙江的环境质量相对较高。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是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得分均在 0．5 环以上。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是南通、扬州、镇江和泰州；资源极度缺

乏排名前三的是南京、上海、嘉兴。环境较好的地区是上海、台州、舟山、绍兴、湖州、嘉兴、南通，得分均在 0．5环以上；

省会城市南京和杭州的环境状况则不容乐观，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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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三角核心区的经济资源环境三个系统的得分可以划分为 4个区域，如图 2 所示。第一类，属于经济和环境极好，但是

资源极度短缺的地区:上海。第二类，经济发展较好，对应的资源和环境得分比较低，图 2左下方方框里的地区:南京、杭州、

宁波、无锡、苏州、常州。第三类，经济发展不佳，但是环境较高，资源较差的地区，包括:嘉兴、绍兴、湖州、舟山、台州(即

除去第二类剩下的浙江省的部分地区)。第四类，经济发展不佳，但是资源丰富，环境较差的地区，包括镇江、扬州、泰州和南

通(即除去第二类剩下的江苏省的部分地区)。多种聚类结果综合考虑后划分为四类最佳，符合图 2 的分类，上海是拮抗濒临失

调型，第二和三类属于拮抗良好协调型，第四类(江苏的部分经济不发达市)属于拮抗勉强协调型。这说明第四类和其他地区的

差距比较大，即江苏省的除去第二类的其余地区与江浙大部分地区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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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地图上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图 3a)中，南京、常州、无锡、苏州、上海一条线上发展最好，呈现“东西线”性趋势；

另外杭州和宁波也相对周边地区较为发达。资源系统(图 3b)中，南北差距明显，省会城市资源短缺现象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

三个省会城市人口密集导致人均资源量偏低，即资源条件状况不佳，另一方面资源使用模块，南京在 16个市中倒数第二，节能

减耗任务任重道远，而杭州和上海都仅属于中等水平(排名 7 和 11)。环境系统(图 3c)中，沿海的南通、上海、嘉兴、绍兴、台

州较好，呈现“S型”趋势；上海的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嘉兴虽然污染物排放强度最高，但环境质量和治理

均较佳，整体环境较好；污水及工业固废的处理、两类投资占 GDP 比重来看，嘉兴、绍兴、南通和上海的环境治理力度较强。

(二)区域耦合协调类型综合判别

第一，长三角核心地区整体耦合度不高，耦合值都在［0．30，0．60］之间；耦合的四种类型中仅出现磨合型和拮抗型两

种，其中相对耦合程度较高的磨合型只有 3 个地区，分别为杭州、无锡、南通，可见其余地区 ERE 三大系统间相互作用彼此影

响的紧密程度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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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但从协调角度来看，结果比较乐观。虽然协调值范围从 0．30 到 0．89，整体协调差异较大，各地区经济、资源和环

境三要素之间配合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但是未出现严重失调的类型；包括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类型在内的失调地区总计只有 4

个地区，按照失调严重程度依次加重为:嘉兴、上海、南通、泰州；而且还可以得出结论，存在一个以常州和无锡为主的优良协

调中心。

第三，依据耦合协调类型可划分为八类(图 3d)，属于拮抗良好协调类型最多，其中拮抗型耦合分为 5 种协调类型，磨合型

耦合分为 3 种，整体而言空间差异较明显。具体包括:拮抗轻度失调型，包括泰州，处于弱耦合和低协调态势，属于综合中的最

差等级。拮抗濒临失调型，包括上海、嘉兴 2个地区，耦合程度低，但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拮抗勉强协调型，包括台州，耦

合程度低，但协调度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拮抗良好协调型，包括扬州、南京、镇江、苏州、湖州、绍兴的 6 个地区，耦合程度

低，但是协调程度中等偏上水平。拮抗优质协调型，包括常州、宁波、舟山的 3个地区，属于拮抗类型里面协调程度最高的等

级。磨合轻度失调型，包括南通，耦合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是目前出现的耦合协调类型中的最差等级。磨合良好协调型，包括

杭州。磨合优质协调型，包括无锡，处于中等耦合和极高协调态，属于综合中最好的等级类型。

四、空间关联性分析

(一)ERE 三个子系统空间关联性

1．经济子系统

由 LISA 集聚地图和 Moran 指数可以得到:基于 0～1的车式邻接权重下认为无锡、杭州呈现显著的高低集聚，嘉兴为低高集

聚。全局莫兰指数为－0．130，负相关度不高，而且基于 GeoDa 中的蒙特卡罗模拟来验证，证明没有空间相关性。基于距离的 4

级最近邻居空间权重下认为常州为高高集聚类型，南通为低高集聚，宁波为高低集聚，并且也不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探讨下

原因可以发现，经济普遍在南京、常州、无锡、苏州、上海一条线上发展最好，不管是正值全局集聚还是负值全局集聚，出现

与全部的周边空间邻接或邻近下经济指标都相似或相异的概率较小，换句话说若研究区域改为全国所有的地级市时，或许会发

现整个长三角经济是呈现正值集聚的。故在这里综合认为经济仅存在局部空间相关性。

2．资源子系统

由 LISA 图和 Moran 指数可见:基于 0～1的“车式邻接”权重认为无锡是低高集聚，嘉兴是低低集聚，全局莫兰指数为－0．048，

可以认为不邻接相关。基于距离的 4级最近邻居空间权重认为泰州是高高集聚，苏州是低低集聚，舟山是高低集聚。局部的 Moran

散点图 4a 显示空间正相关在第一、三象限，全局 Moran 指数为 0．189，认为这些区域具有空间弱正相关性。采用蒙特卡罗模拟

来检验，在置信水平度 95．8%下认为空间正相关是显著的。结合 4a和 4b，位于第三象限的点集中在图 4b 的下方，说明在 4级

最近邻居权重下资源较弱的集聚在一起，再次验证了图 3b 分析中南北差距的存在，同时可以发现这种集聚仅存在邻近相关但不

邻接相关。综合认为资源既存在局部空间相关性，也存在 4 级最近邻居权重下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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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子系统

基于 0～1的车式邻接权重下认为扬州是低低集聚，苏州是低高集聚，常州是高低集聚，全局莫兰指数为 0．054，不存在空

间相关性。基于距离的 4的最近邻居空间权重下认为嘉兴是高高集聚，宁波是低高集聚，扬州是低低集聚。全局莫兰指数为 0．0534，

不存在空间相关性。综合认为环境仅存在局部空间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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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耦合协调空间关联性

1．耦合度与协调度分指标

由 LISA 集聚地图和 Moran 指数可以得到:耦合度不存在局部和全局的空间相关性。对于协调度:基于 0～1 的车式邻接权重

下认为无锡属于高低集聚，全局莫兰指数为 0．256，正空间相关性。基于蒙特卡罗模拟来检验的 Moran’sⅠ得到的显著性水平

为 0．244，证明虽有正空间相关性但是不显著。基于距离的 4 级最近邻居空间权重下认为南京、镇江属于高高集聚，台州属于

低高集聚，不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

2．耦合协调度

基于0～1的车式邻接权重下认为南京属于低高集聚，无锡属于高低集聚。局部的Moran散点(图5a)中所有点斜线为－0．367，

存在区域空间负相关，蒙特卡罗模拟认为空间负相关在 94．6%的概率上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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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b 可见，空间负相关(第二、四象限)的区域集中在地图的左上方，说明在车式邻接权重下耦合协调呈现负集聚，即耦

合协调度高的城市相对地趋于和耦合协调度低的城市相邻。基于距离的 4 级最近邻居空间权重下认为南京属于低高集聚，台州

属于高高集聚，湖州属于低高集聚，而且不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综合认为耦合协调度既存在局部空间相关性，也存在车式邻

接权重下的全局空间负相关性。

五、结论与讨论

由于指标统计口径的变化和市级层次数据的搜集难度问题，根据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要求和长三角城市群 16 个核心地

级市的统计资料，选取经济、资源和环境的相关指标，经相关系数和主成分筛选后建立耦合协调模型，结合空间关联性分析法

探讨空间集聚现象。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经济、资源、环境三大子系统的综合指标来看，经济发达地区，资源和环境普遍得分较低(上海除外)，说明长三

角经济发达地区正面临着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的严峻的考验，走内涵集约发展之路，需要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上下功夫。对

于上海，虽然资源耗用量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但因人口过于密集引发资源支持处于倒数第一，最终导致资源总体比较匮乏。但

上海的经济总况、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都处于不可动摇的领头地位，环境污染排放和治理方面也不错。江苏的资源普遍比浙江

丰富，但是环境稍逊色于浙江，需要在单位增加值污染物的排放和环境治理方面下功夫，特别是南京，因污染物排放得分过低、

环境质量和环境治理处于中下水平导致了总体环境得分偏低。

第二，从耦合及协调度来看，整体耦合度不高，耦合值位于［0．30，0．60］，绝大部分地区为拮抗型耦合，仅杭州、无

锡和南通耦合的紧密程度较高。整体协调差异较大，协调值在［0．30，0．89］，包括上海在内的 4 个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失

调现象，分别为上海、泰州、南通和嘉兴。上海的失调主要是因为人口过于密集引发资源紧张，而对应的经济环境较佳，从而

导致整体协调水平不高，属于高质量的失调。泰州和南通的失调主要原因是资源得分过高，嘉兴则是因为资源过于匮乏。

第三，从空间关联性看，除去耦合度不存在局部空间相关性，经济、资源、环境各综合指标及协调度和耦合协调度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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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局部空间关联性，并且资源综合指标存在基于距离的 4 级最近邻居权重下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耦合协调度存在邻近 0～1

的车式邻接权重下的全局空间负相关性。虽然三系统局部集聚都存在，但只有资源存在全局集聚，整体协调联动不强。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方面，结合地学的 ERE 系统耦合协调分析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各个地区耦合协调差异明

显，在符合总目标要求下的环境政策切不可搞“一刀切”，结合各市实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仍是日后发展的重点。经济越发

达地区越要关注资源和环境的保护，譬如上海应当探索“市场化+行政”手段有机结合得更合理的人口调控措施，避免城市资源

被无效占用；南京要积极寻找环境污染源，严把环境质量，加强各项环保措施的执行力度，把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的一般加

工业向高技术密集加工业转移，设定更高更严的节能减排目标。另一方面，空间关联性分析中，全局集聚现象不明显，核心区

的整体协调联动作用有待强化，区域融合发展有待继续。以上海为龙头的空间发展格局应考虑到江浙地区相邻的地域空间，其

规划应涉及周边各个方面，同时在机遇来临时，江浙等地区需要积极地把已建立的各种协作平台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苏北、

浙西南等地应加快与发达地区的互动以寻求发展契机。因此，这需要立足于做好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长三角城市群在中国区域经济 T 型结构的优势，辐射影响至沿海沿江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

注释:

① 长三角核心区的 16 个市包括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

绍兴、舟山、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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